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生计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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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宁夏盐池县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地理探测器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再
参与下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73． 12%的农户愿意再参与下一轮退耕还林还草，但各类型区
的空间差异显著。② 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农户再参与意愿的影响显著，但作用路径不同，自然资本呈
显著负作用，金融和人力资本呈正向作用。③ 4 个类型区中影响最稳定的因子为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劳动力受教育
程度以及农户个体特征，表明农户家庭内部因素对农户再参与意愿的影响力最大。④ 家庭现金收入指标对强限制
开发区、中限制开发区和弱限制开发区农户再参与意愿的影响最显著，对禁止开发区农户的再参与意愿解释力相对
较弱。政府应根据农户的异质性特征制定和完善生态补偿政策，促进农户收益持续增加以提高其再参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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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以防止生态环境继续破坏和增

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目的、以经济激励为主要方式、
促进利益相关者积极投入生态环境保护新的环境政策
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实施中，生态补偿
面临着诸如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监测成本与交易成本、
公平与效率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供应与减贫等各种关系
权衡难题［1］、补偿标准过于单一和补偿期限过于固化带
来的时空不匹配问题［2］以及对生态补偿成效评估体系
的不确定性［3］。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政策制定和具体执
行过程中忽略了区域差异性和农户异质性［4］等各种驱
动因素。因此，生态补偿项目的后续实施和研究亟需加
强对区域具体的生态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效应、农户的
响应程度等问题的量化研究并分析其影响机理。农户
作为生态补偿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5］，也是
受影响最严重的弱势群体［6］。然而，在政策设计中，农
户的利益往往被忽视，导致许多生态补偿项目的社会认
可度较低，效果并不理想。已有研究发现补偿标准偏低
和农牧户参与成本较高之间的矛盾影响农牧户的满意
度及其参与意愿［7］;补偿标准的“一刀切”忽略了区域差
异背景下补偿成本的差异，导致区域之间出现“高补”

“低补”和“漏补”现象，降低了补偿效率［2，8］; 补偿方式
的单一和补偿周期的时效性，对农户因参加退耕还林还
草带来的土地损失进行短期的现金和物质补偿，没有考
虑土地的附加值和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导致农户在短
时期内过度依赖补贴，生计方式转换困难，生计风险加
剧，农牧户可能会“返耕”和“偷牧”，大大影响了生态补
偿的成效［9］。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在政策设计上
更加关注农户对项目的意愿和期望等潜在因素［10］，充分
尊重农户意愿，尊重自然规律，尊重区域差异性以及特
殊性，避免了上一轮工程因“自上而下”推行造成的“一
刀切”“模式化”的弊端［11］。因此，在新一轮退耕还林还
草工程实施过程中，如何将农户再参与意愿及影响因子
纳入工程设计和实施中，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可持续
性具有重要意义［12］。

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生态补偿金额［13］、生计资
本［14］、经济收入和农地属性 ( 面积和质量) ［15］、补偿方
式［16］、农户家庭个体特征［17］以及农户心理认知和行为
意愿［18 － 19］等因素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影响较为
强烈。可见，农户参与生态补偿项目的意愿是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20］。生计资本作为可持续生计的核心
内容，是农户选择生计策略、规避生计风险和降低生计
脆弱性的基本保障［21］。近年来，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农户
生计资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生计资本
的测度［22］、空间差异性分析［23］、对比分析和脆弱性研
究［24］;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25］、生计风险［26］、生计障
碍［27］、减贫措施［28］等层面的关系研究; 生计资本对行为
方式［29］、意愿感知［30］的研究。生计资本研究应用比较
普遍的是由英国国际发展署( DFID) 提出的可持续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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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认为政策、制度和资本是影响农户选择生计
行为及生计结果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生计资本的拥有
量直接决定了农户生计行为的选择意愿，该框架将生计
资本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
会资本 5 种类型［31］。其中，自然资本是指农户用于开展
生计活动的土地、水和生物资源; 物质资本是指生计活
动所需的生产设备和服务设施，包括住房、生产设备和
基础设施等; 人力资本是指从事生计活动的劳动力数量
和质量;金融资本是农户目前拥有的资金积累量和潜在
社会资金; 社会资本是指农户在生计活动中拥有的社会
资源和人脉关系以及个人参与社会网络和社区活动的
机会。由此可知，生计资本几乎涵盖了农户生计活动中
各种有形和无形资产，从生计资本的角度研究影响农户
再参与退耕还林还草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以更好地克服
单一要素不全面的缺陷。

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外主要从生态经济学视角出
发，多运用逻辑回归模型［15］、偏好校准仿真模型［32］和意
愿价值评估模型［33］。国内研究多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如
王一超等［34］、王昌海等［35］、李皓等［20］、李广东等［36］、王
爱敏等［37］分别运用二元逻辑回归、CVM 和多元逻辑回
归、选择实验模型、灰色关联分析和 Probit回归分析等方
法，从不同尺度和视角分析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
影响因素。传统研究方法多侧重于因素之间的单向因
果分析且存在内生性和多重共线性等问题，对研究区内
部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分析比较弱。而地理探测器作为
探测地理空间分异性并揭示其背后驱动机理的空间分
析方法，很好地克服了传统研究方法空间差异性分析的
缺陷。基于此，本研究以限制开发生态区盐池县作为研
究区域，在农户调研数据基础上，运用 Logistic 和地理探
测器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影响盐池县及其内部各生态区
农户参与生态补偿项目的影响因素及差异，为鼓励农户
积极参与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项目政策的制定和调整
提供科学的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盐池县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东部 ( 106° 30' ～

107°47'E，37°04' ～ 38°10'N) ，位于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
北缘，北部紧临毛乌素沙地，南部与黄土高原接壤，属鄂
尔多斯台地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其地貌类型可划分
为北部鄂尔多斯台地、中部过渡区、南部黄土丘陵区 3
种类型［38］，在宁夏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中均属于限制
开发生态区。鉴于国家及省级主体功能区划以县为单
位，忽略县内的差异性，米文宝等［39］以乡镇为单位，按照
限制强度对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进行了主体功能细分，
盐池县被细分为禁止开发区、強限制开发区、中限制开
发区和弱限制开发区 4 个功能区。

盐池县是宁夏唯一的牧业县，畜牧业是其经济发展
的支柱。2016 年农业总产值 135． 20 亿元，其中畜牧业

产值 67． 30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49． 80%，农民人均纯
收入 8 532 元。盐池县自然本底环境脆弱，农户过度放
牧以及大量采挖草药导致草地资源锐减，草场沙化严
重，草地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为了缓解草场压力、恢复
草原植被、修复草原生态系统，盐池县于 2002 年率先在
全区施行草原禁牧封育和草原承包生态保护政策，草原
生态系统的植被盖度逐渐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2016 年盐池县被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确定为“十三五”期
间国家退牧还草工程典型县，为了巩固前期生态修复成
果，同年盐池县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旨在提
高其生态环境承载力。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 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包括调查与访谈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数
据两部分。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 2017 年的盐池县
统计年鉴、盐池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盐
池县经济要情手册。调研数据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
( PＲA) 获取。

2016 年 3—9 月对盐池县退牧还草及农户生计状况
进行预调研，根据调查结果对问卷做进一步的修改和完
善。10 月，课题组进入盐池县 8 个乡镇展开正式调研，
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法，通过深度访谈、直接观察、问卷
调查和半结构访谈等形式对农户进行调查，同时对乡
镇、村干部和村中典型富裕户等关键人物进行深入访
谈。调查内容主要包括:① 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
和农户家庭基本信息。② 农户家庭拥有的各类生计资
本以及收入与支出情况。③ 农户对生态环境的认知程
度，主要包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变化程度以及生态
环境与收入关系的认知等。④ 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的
认知，包括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的了解途径、知晓度、满
意度和补偿意愿等。

盐池县内部自然地理条件差异较大，自然资源禀赋
各异以及农户生产生活方式不同，都会影响农户对生态
补偿的响应程度。依据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主体功能
细分方案［40］，兼顾地形条件、距中心城镇距离等因素，确
定样本村;样本户的选择以农户生计类型为依据，将农
业型、牧业型、农牧兼业型、务工型农户搭配选择，以保
证抽样的全面性和科学性。调研在盐池县 8 个乡镇的
26 个行政村发放 300 份问卷( 表 1 ) ，收回 285 份，有效
问卷 279 份，有效率为 97． 89%。
2． 2 研究方法
2． 2． 1 生计资本测量指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 SLA) ，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
融资本 5 个维度对生计资本进行量化研究。参考国内
外学者对不同自然环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尺度
背景下关于生计资本的量化研究成果［41 － 45］，结合盐池县
生态环境状况、自然禀赋条件以及农户生产生活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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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村及样本量分布表
Tab． 1 Sample villages and sample size distribution

主体功能区分类 调查乡镇 抽样行政村 有效样本 /份 比例 /%
王乐井乡 鸦儿沟村、王乐井村、牛记圈村 35 12． 6

禁止开发区 冯记沟乡 冯记沟村、丁记掌村、马儿庄村 36 12． 9
青山乡 青山村、旺四滩村、郝记台村 31 11． 1

强限制开发区 麻黄山乡 麻黄山村、后洼村、何新庄村、下高窑村 38 13． 6
高沙窝镇 高沙窝村、施记圈村、营西村 36 12． 9

中限制开发区 惠安堡镇 惠安堡村、李大湾村、狼布掌村 31 11． 1
大水坑镇 大水坑村、向阳村、李伏渠村 29 10． 4

弱限制开发区 花马池镇 李记沟村、苏步井村、佟记圈村、田记掌村 43 15． 4
总计 8 个 26 个 279 100． 0

区域性特征，设计出反映研究区真实状态的农户生计资
本评估指标( 表 2) 。其中，自然资本是衡量农户自然资
源存量的标准量，盐池县作为西北农牧交错带的一部
分，农户以畜牧业和种植业为主要生计方式，耕地和林
草地资源是农户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生产生活资料，所以
选取耕地和林草地面积作为衡量自然资本的指标。物
质资本是农户进行生计活动的必要条件和规避生计风
险的保障，包括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选取农户家庭住
房类型及面积、家庭生产机械设备数量和耐用消费品数
量作为衡量物质资本指标。人力资本是农户从事生计

活动的前提条件，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影响着农户生计
策略的选择，以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户主年龄和性别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金融资本
是农户提高生计水平的保障，也是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
偿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选取牲畜存栏数量、家庭现金
收入、无偿现金援助机会和获得信贷的机会等指标测
度。社会资本主要通过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网络等因
素来表征，对生计风险的缓冲具有重要作用，选取家庭
村干部数、参加社区组织次数和周围人信任程度 3 项指
标衡量。

表 2 农户生计资本测量指标、权重、赋值及效应预期
Tab． 2 Weight of household livelihood capital measurement index and effect expectation

生计资本 测量指标 权重 赋值 效应预期

自然资本
X1 耕地面积 0． 053 8 人均实际耕地面积 －
X2 林草地面积 0． 081 3 人均林草地面积 －

人力资本

X3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0． 068 0 全劳动力为 1． 0，半劳动力为 0． 5，非劳动力为 0 +
X4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0． 080 2 大专及以上为 1，高中及中专为 0． 75，初中为 0． 5，小学为 0． 25，文盲为 0 +
X5 户主年龄 0． 060 1 30 岁以下为 0． 75，30 ～ 40 岁为 0． 5，40 ～ 50 岁为 0． 25，50 岁以上为 0 －
X6 户主性别 0． 070 2 男为 1，女为 0 +

物质资本

X7 住房类型及面积 0． 069 6 住房类型:砖混为 1，砖木为 0． 50，土坯、窑洞为 0; 住房面积: 241m2 以上为 1． 00，
181 ～ 240 m2 为 0． 75，121 ～ 180 m2 为 0． 50，61 ～ 120 m2 为 0． 25，60 m2 及以下为 0

+

X8 家庭生产机械设备 0． 042 8 1 件为 0． 2，2 件为 0． 4，依次累加 +
X9 耐用消费品数量 0． 058 8 1 件为 0． 1，2 件为 0． 2，依次累加 +
X10牲畜存栏种类 0． 087 3 牛为 0． 8，羊为 0． 5，猪为 0． 3 －

金融资本

X11家庭现金收入 0． 084 8 人均现金收入 +
X12无偿现金援助机会 0． 061 8 有为 1，无为 0 +
X13获得信贷的机会 0． 049 4 可能性较大为 0． 75，可能性一般为 0． 50，可能性较小为 0． 25，完全不可能为 0 +

社会资本

X14家庭中有无村干部 0． 055 8 有为 1，无为 0 +
X15参加社区组织 0． 008 9 参加为 1，不参加为 0 +
X16周围人信任程度 0． 067 2 大多可信任为 0． 75，一般可信任为 0． 50，少数可信为 0． 25，不可信为 0 +

2． 2． 2 生计资本测算。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
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用熵权法计算得出各指标权重。
在此基础上，根据各指标的标准化值和权重，运用综合
指数法计算得出五类生计资本指数和生计资本总指数，
公式如下:

I = ∑
5

i = 1
Ii = ∑

5

i = 1
∑
n

j = 1
Wij Iij 。 ( 1)

式中: I是生计资本总指数; Ii 是第 i类生计资本指数; Wij

是第 i类生计资本中第 j个评价指标的权重; Iij是组成第
i类生计资本的 n个指标中第 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2． 2． 3 模型建立。① 二元 Logistic。农户是否继续参与
新一轮生态补偿项目只有“愿意”与“不愿意”两种结
果，是一个二元离散型变量，因此，选用二元 Logistic 模
型对农户再参与意愿进行分析。Logistic模型如下:

Logit( p) = ln p
1( )－ p

= β0 + β1X1 + … + βnXn 。( 2)

式中: p为农户是否愿意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概率; β0 为
回归方程的常数; βi 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Xi 为解释变
量，即影响因素。

② 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是探测地理现象空间分
异性并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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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主要是探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以及其在空
间分布上的相似性［46］。与主成分分析、逻辑回归相比的
最大的优势在于没有过多的假设条件、对自变量数据没
有诸如正态分布和同方差分布的要求、自变量之间的共
线性也不会影响分析结果、对样本量的要求比较宽松，
最主要的是可以用来分析不同空间的异质性问题［47］。盐
池县作为限制开发生态区，其内部细化为 4 个生态功能
区，每个区域内部生态差异比较大，农户拥有的生计资
本量也存在空间差异性，对农户再参与生态补偿的决策
行为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
测可以较好地表达自变量在相同区域内部的相似性和
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模型主要通过分区后的内方差
与层间方差的异同来定量表达研究对象的空间分层异
质性，因此，可用于分区探测不同功能区农户再参与意
愿影响因子的差异及其重要程度［48］。其模型如下:

PD，H = 1 － 1
nσ2∑

L

h = 1
nhσ2h 。 ( 3)

式中: PD，H 是影响因子 D对农户参与意愿影响因素探测
力值，取值范围为［0，1］，值越大，该因子对农户参与意
愿的影响力越大; n和 σ2 分别为不同区域整体样本量和
方差; nh和 σ2h 为 h( h = 1，2，…，L) 层样本量和方差。

3 结果分析
3． 1 样本特征分析
3． 1． 1 农户基本信息描述。受访的 279 户农户中，男
性占 67． 50%，30 ～ 50 岁年龄段受访者占比较高，文化
程度以中小学学历为主;家庭人口结构以 3 ～ 5 人为主，
家庭规模普遍偏大; 年收入水平以 1 万 ～ 5 万元农户家
庭为主，占 58． 21% ; 人均耕地和林草地面积以 0． 333 ～
0． 667 hm2 和 0． 067 ～ 0． 333 hm2 为主( 表 3) 。
3． 1． 2 生态补偿再参与意愿。调查得知，对于新一轮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大部分农户( 73． 12% ) 表示
愿意继续参与，只有小部分农户( 26． 88% ) 因为负面效

表 3 调查对象家庭基本情况
Tab． 3 Basic situation of respondents

项目 分类 样本
量

比例 /
% 项目 分类 样本

量
比例 /
%

性别

年龄

受教
育程
度

家庭
人口

男 189 67． 50
女 91 32． 50

30岁以下 25 8． 90
30 ～ 40岁 48 17． 10
40 ～ 50岁 87 31． 10
50岁以上 120 42． 90
文盲或半文盲 67 23． 93

小学 90 32． 15
初中 100 35． 71
高中 10 3． 57

大中专及以上 13 4． 64
1 ～ 2人 51 18． 22
3 ～ 5人 178 63． 57
5人以上 51 18． 21

家庭
年收
入

人均
耕地
面积

人均
林草
地面
积

1 万元以下 18 6． 44
1 万 ～ 5万元 163 58． 21
5 万 ～ 10万元 69 24． 64
10 万元以上 30 10． 71

0． 067 ～0． 333 hm2 64 22． 86
0． 333 ～0． 667 hm2 92 32． 86
0． 667 ～1． 000 hm2 67 23． 93
1． 000 hm2 以上 57 20． 35

0． 067 ～0． 333 hm2 155 55． 37
0． 333 ～0． 667 hm2 33 11． 76
0． 667 ～1． 000 hm2 17 6． 08
1． 000 hm2 以上 75 26． 79

应过多而不愿继续参与。农户生态补偿再参与意愿的
空间分异性特征明显，表现为强限制开发区农户再参与
意愿最高( 86． 84% ) ，因为该区域属于黄土沟壑丘陵区，
地形破碎，耕地质量差，土地撂荒比率高。退牧还草工
程实施后，撂荒地获得补偿，增加了农户收入，受到农户
积极响应，因此，其再参与意愿比较强烈。禁止开发区
农户再参与意愿最低( 57． 69% ) ，由于禁止开发区农户
收入主要来源是畜牧业，退牧政策实施导致养殖规模大
幅度缩减和养殖成本增加，收入减少，而现有的补偿额
度太低，难以弥补退牧、禁牧所带来的损失，农户再参与
意愿最低。中限制开发区和弱限制开发区农户再参与
意愿介于两者之间，分别为 77． 08%和 79． 55%，中限制
开发区拥有较为丰富的煤和石油等资源，农户兼业程度
较高，收入水平高。弱限制开发区是盐池县政府所在
地，综合发展水平较高，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多，非农收入
占比较大，因此，其再参与意愿介于两者之间。
3． 2 生计资本的影响

为了探索生计资本对农户再参与生态补偿项目的
影响，将盐池县所有样本农户的再参与意愿作为因变
量，以五类生计资本作为自变量，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
进行运算，得到模型估计结果( 表 4 ) 。模型总体检验结
果中，极大似然估计值为 102． 119，Nagelkerke Ｒ2 为
0． 773，表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可信度较高，具有
较高参考价值。由表 4 可知，五类生计资本中，金融资
本影响的显著性最高，其次是自然资本、人力资本，显著
性均小于 0． 05。其中自然资本对农户再参与意愿形成
负向影响，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呈现正向影响。在影响
程度上也呈现较大差异，金融资本的正向回归系数最大
( β =14． 196)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金融资本每增
加一个单位，将引起农户再参与意愿提高 14． 196 倍。
而自然资本的负向回归系数最大( β = － 15． 989) ，即在
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自然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再参
与意愿降低 15． 989 倍。人力资本相较于自然和金融两
类生计资本就稍微低一点 ( β = 8． 060，P = 0． 008 ＜
0． 05) 。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再参与意愿虽然呈
正向影响，但其显著性不强。
3． 3 农户再参与意愿的空间差异分析
3． 3． 1 禁止开发区。影响农户再参与意愿的指标中，
户主性别、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整体劳动能力这 3
个因子的解释力最强，分别达到0． 452，0． 431和0． 416，

表 4 模型参数及其检验结果
Tab． 4 Model parameters and test results

项目 回归系
数( β)

标准差
( S． E． )

Wals
检验

自由
度( df)

显著性
( Sig． )

人力资本 8． 060 3． 122 5． 416 1 0． 008
自然资本 － 15． 989 4． 621 23． 168 1 0． 002
物质资本 5． 860 1． 802 3． 165 1 0． 313
金融资本 14． 196 3． 827 18． 085 1 0． 000
社会资本 7． 725 2． 031 12． 301 1 0．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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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家庭户主为男性且受教育程度稍高的农户家庭再
参与生态补偿意愿较女性户主家庭强烈。在农村一般
男性接受教育和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比女性普遍较高，且
男性决策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其参与意愿较强
烈;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强的农户家庭参与意愿较高是因
为可以将生态脆弱区禀赋较差的自然资本用来参与生
态补偿，不仅可以获得补偿收入，还可以将部分劳动力
从农业活动中解放出来去从事非农活动赚取收入，这种
两全其美的方式受到农户青睐，有助于提高其参与意
愿。林草地面积、牲畜存栏量以及家庭现金收入等因子
解释力相对较弱，主要是因为禁止开发区位于盐池县中
部干旱风沙区，人口分布密度小，人均拥有的林草地面
积较多，农户生计方式主要以牲畜养殖为主，家庭收入
中以养殖业收入占比较高。禁牧政策实施导致农户养
殖成本大幅度增加，而生态补偿金额远远弥补不了农户
损失，因此，农户对新一轮退牧还草工程的参与意愿大
大降低( 图 1a) 。
3． 3． 2 强限制开发区。影响较大的因子主要包括家庭
现金收入( 0． 562)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0． 530 ) 、劳动力
受教育程度 ( 0． 476 ) 、户主年龄 ( 0． 467 ) 、户主性别
( 0． 461) 等。强限制开发区属于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
区，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少且地形凌乱破碎，多半土地
被撂荒，而生态补偿政策对撂荒地补偿增加了农户收
入，农户的政策响应程度较高，再参与意愿较强烈;该区
域家庭人口规模比较大，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户均参
与非农活动的人员比例较高且收入可观，农户参与意愿
较为强烈。解释力最弱的因子为参加社区组织，值为
0． 204，由于农户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学习能力较弱，
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差，对参加社区活动的意愿比较
弱，所以该因子对农户再参与意愿影响力较小( 图 1b) 。
3． 3． 3 中限制开发区。影响力较高的因子( q ＞ 0． 4) 依
次为家庭现金收入 ( 0． 531 )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 0． 501) 、户主年龄 ( 0． 482 )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 0． 435) 和户主性别( 0． 406 ) 。家庭现金收入和家庭整
体劳动能力影响力较高，说明中限制开发区农户再参与
意愿受家庭现金收入和家庭整体劳动能力的影响最为
强烈，即家庭现金收入和家庭整体劳动能力与农户再参
与意愿之间具有强烈的一致性。主要是因为中限制开
发区位于宁夏重要的能源富集区，拥有丰富的煤炭和石
油等资源。依托资源优势，农户兼业程度较高，非农收
入比例大;禁牧政策带来放牧成本提高和种植业收入降
低，农户更愿意寻求较为多样的谋生方式以降低生计风
险，因此，大部分农户愿意参与生态补偿项目( 图 1c) 。
3． 3． 4 弱限制开发区。影响因子整体差异较大，其中
解释力最强的家庭现金收入( 0． 547) 是解释力最弱的家
庭生产机械设备( 0． 182) 的 3 倍多。弱限制开发区为盐
池县政府所在地，区位条件优越，综合实力较强，农户非
农就业机会更多且收入较高，生计方式更为多样，农户

作为理性经济人更愿意选择收入较高的非农活动作为
主要谋生方式，将质量较差的农业生产资料加入到生态
补偿项目中，以获得补偿收入。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劳
动力受教育程度等因子解释力也较高，主要是县城附近
农户受教育机会多，文化水平较高，意识观念较先进，因
此，其参与意愿较高; 而弱限制开发区较其他几个区而
言，农户获得信贷的机会、无偿现金援助机会、家庭村干
部数和参加社区组织这几个因子的解释力较高，主要是
因为该区域农户非农就业和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多，社会
关系较广泛，接受新鲜事物机会较多，发展能力更强，更
愿意从事非农活动，对耕地以及林草地等生产资料的依
赖程度低，更愿意将土壤肥力较差的土地放弃生产，参
与到生态补偿项目中，因此，其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比
较强烈( 图 1d) 。

图 1 农户再参与意愿的因子探测结果
Fig． 1 Detection results of

factors of farmers’willingness to re-enroll

4 结论与讨论
4． 1 结论

农户生态补偿再参与意愿较高，但空间分异特征显
著。强限制开发区农户再参与意愿最高( 86． 84% ) ; 禁
止开发区农户再参与意愿最低( 57． 69% ) ; 中限制开发
区和弱限制开发区农户再参与意愿介于两者之间，分别
为 77． 08%和 79． 55%。

生计资本对农户再参与意愿影响显著。五类生计
资本中，金融、社会和自然资本对农户再参与意愿的影
响比较显著，但其作用路径不同，自然资本对农户再参
与意愿呈显著的负作用，而金融和人力资本呈正向作
用; 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的再参与意愿虽然呈现
正向影响，但其显著性不强。

影响农户再参与意愿的因素具有空间差异性。表
现为禁止开发区各指标对农户再参与意愿的整体解释

·741·第 2 期 贾红丽，等: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生计资本对农户再参与退牧还草意愿的影响分析



力较其他区域弱，其中解释力较强的因子为劳动力受教
育程度、户主性别和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除禁止开发区
外，其他三类开发区中家庭现金收入因子对农户再参与
意愿解释力最强; 4 个区域中对农户再参与意愿影响较
大且稳定的因子分别为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劳动力受教
育程度以及农户个体特征，表明农户家庭内部因素对农
户再参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影响力较大。
4． 2 讨论

生计资本对农户再参与意愿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性。自然资本与农户再参与意愿呈显著负相关，耕地和
林草地面积是农牧户最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是维持生
计的基本保障，由于前期生态补偿的额度较低，不能够
完全弥补农牧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损失，故其再参与意愿
较低，这与张方圆等［14］的研究结果类似; 金融资本对农
户再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已经在其他区域
的研究中得到证实［12，49］，一致认为金融资本丰富的农户
家庭兼业能力、发展能力和规避生计风险的能力普遍较
高，对农业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故其再参与意愿就高;
人力资本相较于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户再参与意
愿的影响力较低，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再参与意
愿的影响不显著。在下一轮生态补偿政策制定和实施
过程中，提高补偿标准、降低农户参与成本有助于提高
农户的再参与意愿，同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优质的人
力资本，提高农户获取信息能力，增加农户非农就业机
会，降低农户对农业活动的依赖性，鼓励农户收入来源
向多元化发展是降低农户生计风险、提高农户再参与意
愿、推进下一轮退耕还林还草顺利进行的关键。

不同生态功能区影响农户再参与意愿的因素存在
一定差异。通过对不同类型区的研究发现，强限制开发
区、中限制开发区和弱限制开发区内对农户再参与意愿
影响力最强的指标均为家庭现金收入，与生计资本综合
分析的结果不谋而合。但是禁止开发区内家庭现金收
入指标对农户再参与意愿的影响力相对较弱，与部分研
究结论［18，50］存在差异，因为县域尺度上的研究忽视了区
域内部的差异性，从细分的生态功能区尺度研究，可以
更好地体现“微区域”的均质性，这也体现了地理探测器
分析空间异质性因素的强大功能。因此，后期生态补偿
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应该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条件、
农户异质性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政策等方面
去建立有针对性的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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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Farmers’Willingness to Ｒe-enroll
in the Program of Ｒeturning Animal Breeding Grounds to Grassland

Based on Geographical Detector: A Case of Yanchi County in Ningxia

JIA Honglia，YANG Meilinga，b，XIAO Chengquana，ZHOU Junjuna

( a． College of Ｒ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b． Key Laboratory of Ｒesource Evaluation and
Environmental Ｒegulation of Ningxia( China-Arab) Arid Ｒegion，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 75002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data of farmers of Yanchi County 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Ｒegion．
The effects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farmers’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next time of Green for Grain Project
were analyzed by using geographic detector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The
farmers 73． 12% of the total we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next time of Green for Grain Project，but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gions were significant． ② There we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rmers’willingness to
re-enroll from financial capital，human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but their action paths are different． Natural cap-
ital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farmers’willingness to re-participate，while finance and human capita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③ In the four types of regions，the most stable factors are the family’s overall labor capac-
ity，the education degree of labor force and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in-
ternal factors of farmers have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farmers’willingness to re-enroll． ④ The household
cash income index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rong restrictive development zones，medium restrictive de-
velopment zones and weak restrictive development zones’farmers’willingness to re-participate，while it has rela-
tively weak explanatory power for the farmers’willingness to prohibit re-enroll in development zones． Therefore，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new time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ies，the government should“adopt poli-
cies in different regions”，formulate and perfec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 heterogeneity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farmers’income to improve their willingness of
re-enroll．

Key words: livelihood capital; geographical detector; willingness to re-en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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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od Ｒisk Assessment Model for
Urban Cultural Heritage: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City

QIAO Wenhui ，WANG Qiang
( College of Geography Scienc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 Flood disasters had a wide range of harms． In order to foresee the flood risks of urban cultural her-
itage，taking Guangzhou as an example，a risk assessment model for urban cultural heritage was constructed from
four aspects: hazard factors，hazard-formative environment，hazard bearing body and disaster resistance 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cultural heritage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response to disaster factors，the
level of heritag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lood risk，and the comprehensive flood risk of Yuexiu，Haizhu and
Baiyun is the highest; Huadu and Baiyun have the most risky of hazard factors; Yuexiu，Huangpu and Conghua
have the worst disaster resistance． Establishing a cultural heritage flood risk assessment model can increase the
grasp of future heritage risks and improve the emergency prevention of heritage．

Key words: cultural heritage; flood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geographic infor-
mation system; Gua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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